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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中国社会的转型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普通人的价值观念? 多数学者认

为价值观念趋于多元化，但部分学者也认为随市场转型可能产生价值观区隔化或同

质化。本文基于 1990—2018 年的 6 次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构建价值观念的整体

网络，从观念连接强度、社群结构特征和结构因素的解释力三个维度测量观念网络

的变化趋势。结果发现，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呈多元化和稳定性并存的特征。多元化

体现为观念连接的强度下降，社群数量增加和头部社群的占比下降，性别和阶层等

结构性因素对网络结构的解释力不变甚至有所下降，但结构性因素中教育程度的解

释力有所上升。稳定性体现在中国人在工作与家庭关系、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上的

价值观念基本稳定，仅在价值判断上出现政治理念和个人成就的分离。综上所述，

从 1990 年至今，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总体上基本稳定，并呈一定的多元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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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剧烈且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市场化和全球化

改变了原有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造成了群体之间不同的生存境遇，这一点在学界

已有一定共识 ( 刘欣、田丰，2018; 吴愈晓，2019 ) 。那么，这些结构转型在多大

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 现有研究发现，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社会信任、

社会公平感、政治价值观等多种价值观念已发生了变化 ( 高海燕等，2022; 胡洁，

2020; 李路路等，2012; 李路路、钟智锋，2015; 刘军强等，2012; 许琪等，2020;

杨明等，2011) ，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与市场转型相伴的 “文化转型”。

在阐述中国价值观念的整体性变化模式时，已有文献提出了多元化和区隔化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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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要论断，也有少数学者提出同质化的可能性。持多元化观点的学者认为，随着

市场转型，人们更加尊重个人层面的自由选择，对待各类社会议题的态度也更加包

容 ( 李路路、王鹏，2018; 李路路、王元超，2020; 王正绪，2012; 王正绪、游宇，

2012; 周晓虹，2017) 。持区隔化观点的学者则担忧价值观念的结构性 “断裂”，即

随着社会群体之间生活境遇的差异增大，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可能出现结构性差异，

使得一方更难以理解另一方的态度和立场 ( 闵学勤，2012; 孙立平，2002 ) ，出现

极端情绪人群 ( 桂勇等，2015; 黄荣贵等，2022 ) 。持同质化观点的学者认为，在

日趋一致的教育体系和大众传媒的影响下，人们的价值观念可能反而会趋于一致

( 蔡卫平，2008; 韩洪文等，2012) 。

尽管这些研究不乏洞见，但难以交互验证，这可能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

学者对价值观念的选择不同，而对变化趋势的解读取决于所选取的价值观念，使研

究结论之间难以相互比较。第二，基于多个价值观念的研究大多检验取值上的差异，

忽略了价值观念之间的联系。文化社会学的价值理论指出，每个价值观念不是独立

存在的，而是价值网络的一部分 ( Boutyline ＆ Vaisey，2017; DellaPosta，2020) 。如

社会信任、政治偏好、对生活方式的偏好等不同观念均是相关的，且在整体观念网

络中占有一定的结构位置。也就是说，人们的价值观念差异不仅体现在价值观念的

取值上，也反映在观念之间的连接方式以及所形成的网络结构上 ( Baldassarri ＆

Goldberg，2014) 。

因此，本文用整体网的分析方法来构建中国的价值观念网络 ( Belief Network)

并测量其变化趋势。下文首先对有关中国价值观念自改革开放以来变化趋势的文献

进行回顾，再简述观念网络的基本分析思路，构建三个指标对价值观念网络的多元

化、区隔化及同质化进行测量。接下来，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 ( World Value Survey，

WVS) 1990—2018 年的 6 次数据，分析价值观念网络的变化趋势。研究结果显示，

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整体上保持稳定，并在一定程度上呈多元化趋势。

一、中国价值观念的变迁趋势

价值观念指的是个人对于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等领域中现象的文化诠释，体现

了个人行动的动机或合理化过程 ( Vaisey，2009) 。广义的价值观念可以包括个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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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会现象的态度、偏好及评价等多个维度 ( Lizardo，2017 ) 。在近些年来，针对

中国社会中价值观念的特征、变迁与后果产生了许多的研究成果 ( 王俊秀，2014;

杨宜音，2006) ，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观念变迁过程已成为透视社会转型的另

一种重要视角 ( 周晓虹，2011) 。

就对价值观念变迁的探索而言，现有研究可分为对特定价值观念的分析与对整

体性变迁模式的分析两种。前者从特定领域的价值观念出发，分析随改革开放进程

而不断演变的国民心态。比如现有研究发现，在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社会信任度

和幸福感上升 ( 胡洁，2020; 刘军强等，2012; 杨明等，2011 ) ，更加在意社会公

平 ( 李路路等，2012; 许琪等，2020 ) ，更强调政府应以人的自由和发展为导向

( 李路路、钟智锋，2015) 。

此外，许多研究者关注整体性的观念变迁模式，这也是本文主要的对话目标。

这部分研究试图将关注点从各个分散领域转向整体变迁模式，试图通过具有概述力

的变迁模式来整合不同领域的观念变迁特征。其中，多元化和区隔化是此部分研究

的两个主要观念 ( 李路路、王鹏，2018 ) 。也有少数学者提出同质化的可能性。各

派的基本观点如下。

持多元化观点的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宏观变化，特别是高等教育

的普及、城市化的推进、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等，使人们接触到的信息更为多样，进

而使得价值观念的分布也更加多样化 ( Wang，2015) 。与此同时，物质生活水平的

大幅提高使得人们对精神生活有了更高的期待，出现了价值观念的后物质主义转型

( Inglehart，1997; Inglehart ＆ Baker，2000) 。

多元化的观点得到了不少实证研究的支持。比如，王正绪等人通过对世界价值

观调查多轮数据的分析，发现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使中国人的价值观更具有后物质

主义的特征，人们对各类社会议题的看法更为多元，愈发能接受和包容与自己不同

的群体 ( Wang，2015; 王正绪，2012; 王正绪、游宇，2012) 。周晓虹等人 ( 2011)

在《中国体验: 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嬗变》一书中系统地比较了

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价值判断、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意向等观念上的差异，也

发现了 更 多 元 的 价 值 取 向。这 种 多 元 化 趋 势 尤 其 体 现 在 青 年 人 中。如 李 春 玲

( 2015，2019) 的研究发现，包括“80 后”“90 后”和“00 后”在内的新生代群体

对生活方式、政治理念等方面的价值观念更为多样，对各类少数群体的社会议题更

具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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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元化的观点相对，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呈区隔化 ( 或极化①)

趋势。伴随着市场转型，不同社会群体的客观生活境遇的差异增大，这可能导致他

们的价值观念朝着不同的方向变化，加大群体间价值观念的差异 ( 闵学勤，2012;

孙立平，2002) 。例如，收入差异的增加可能在价值观领域激发以仇富、反精英主

义为典型特征的民粹主义 ( 周庆智，2017 ) ，也可能促使弱势群体对社会不公平感

和社会冲突感的感知上升 ( 李路路等，2012 ) 。性别间的收入差距则提升了对妇女

权益、家庭和生育等议题的社会关注度 ( 计迎春、郑真真，2018 ) 。也就是说，不

同的社会群体愈发持有基于自身立场的价值观念，更排斥有悖于自身立场的价值观

念，形成区隔化趋势。

对于区隔化的担忧主要体现在关于网络思潮的研究中 ( 黄荣贵等，2022 ) 。桂

勇等研究者 ( 2015) 基于微博用户的研究发现，尽管大部分网民未表现出明显的态

度倾向，但网络平台上仍存在少部分愤世嫉俗、有民粹主义倾向等具有极端情绪的

社群。这些极端情绪逐渐演化为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两大观念谱系 ( Wu，2014 ) 。

其中，部分极端和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与民粹主义相结合，进一步形成以民粹

型民族主义为中心的小区隔 ( 桂勇、黄荣贵，2020) ，甚至蔓延到了青少年群体之

中 ( Liu，2019) 。

值得一提的是，李路路等人的研究不仅支持了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趋势，也驳斥了

区隔化的论断 ( 李路路、王鹏，2018; 李路路、王元超，2020) 。他们基于 CGSS2005

与 CGSS2015 两期数据的比较，发现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总体上更为包容，体现在对

性与性别、个人自由等方面的观念更为开放，更加尊重多元化的生活方式。更重要

的是，世代、城乡和教育等结构因素对价值观念的解释力度下降。也就是说，人们

的结构位置与价值观念的相关性减弱，结构性差异并未导致价值观念的区隔化。

除了多元化和区隔化这两个主流观点外，少数学者认为价值观念也可能存在

同质化的趋势。比如，在传统文化遗产、统一的教育体系以及逐步同质化的大众

传媒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社会全体成员可能会形成统一化的价值观念 ( 蔡卫

平，2008 ; 韩洪文等，2012 ) 。但这些研究大多基于逻辑的推衍，实证研究相对

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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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用网络结构测量价值观念变迁

( 一) 有关价值观念变迁的三种分析思路

关于价值观念的整体变迁模式，已有研究得出了不少有益的成果，但尚未达成

统一的共识，这可能与分析方法的差异相关。本文将已有文献使用的方法大体归纳

为三种。第一，用诸如后物质主义、社会包容度等代表性概念构建指标，描述价值

观念的变迁趋势。比如，高海燕等 ( 2022) 用权威观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等概念构

建价值观念的指标体系。李春玲 ( 2015，2019 ) 选取了如消费观念、社会宽容度、

社会参与等指标来概括青年人的价值观变迁。第二，在构建代表性指标的基础上，

进一步通过回归模型来检验价值观念与结构性因素间的相关系数。例如，李路路等

人 ( 2012) 的早期研究检验了社会冲突意识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强相关性，近期研究

探讨了世代、城乡和教育等多个结构性因素对价值观念的解释力度 ( 李路路、王元

超，2020) 。第三，也有研究通过价值观念间的联系来探讨价值观念的整体变迁趋

势，但这类研究大多是基于社交平台上的文本分析 ( 黄荣贵等，2022) 。

本文认为，这三种分析方式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前两种分析方式需要学

者事先选取用于分析的特定指标。他们的结论可能受到指标选择上的主观性影响，难

以进行交互验证。这意味着，尽管他们想要超越特定领域的指标分析来获取整体性的

变迁模式，但最终还是受限于指标选取的主观性。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可以用于

概括价值观整体变迁的代表性指标并不容易。例如，被已有文献广泛使用的后物质主

义观念就受到了质疑。因其可能存在的文化差异，是否适用于中国社会有待商榷 ( 张

汇泉，2022) 。其次，前两种分析方法忽略了观念与观念之间的连接关系，这在下个部

分将重点论述。最后，基于互联网数据的研究虽也采取了整体网的分析思路，但网络

民意与现实情况可能存在一定的距离 ( Nguyen et al.，2012) 。因此，本文拟对问卷数

据中的价值观问题采用一种新的分析思路: 通过整体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价值观念之间

的关系网络，利用网络结构特征构建测量指标，便于更好地检验价值观的变迁模式问题。

( 二) 价值观念的整体网分析思路

文化社会学的经典理论认为，人们的价值观念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

( DiMaggio，2011) 。比如，社会公平感和社会信任度这两种价值观念并不是相互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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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为社会公平的人往往会具有更高的社会信任度 ( 张书维，2017) 。因此，人们

价值观念的差异并不只体现在单个价值观的取值上，也体现在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联

系之中。基于这一思路，有学者使用关系类别分析 ( Ｒelational Class Analysis) 的方法

识别了美国人的三种不同的价值观念模式 ( Baldassarri ＆ Goldberg，2014) ; 也有学者

利用因子分析或潜在类别分析的方法识别出中国社交平台中的不同价值组合模式

( Huang et al.，2019; Pan ＆ Xu，2018) 。

价值观念之间的联系会形成价值观念网络结构，因此也就可以用社会网络的方

法进行分析 ( Boutyline ＆ Vaisey，2017; DellaPosta，2020; Hunzaker ＆ Valentino，

2019) 。价值观念可视为社会网络中的节点 ( Node) ，价值观念和价值观念之间的联

系可视为社会网络中的边 ( Edge) ，价值观念之间的相关程度可视为节点和节点之

间的连接权重 ( Weight) 。通过计算这些价值观念之间的相关程度，进而建构和测量

网络的结构特征。

相比于现有的三种分析方法，价值观念网络分析思路的主要优势是可超越对价

值观念预先的主观筛选，直接将问卷中所有包含价值观念的问题纳入网络分析的框

架中，从总体层面对观念体系进行把握，方便识别出价值观念的结构 ( Boutyline ＆

Vaisey，2017; DellaPosta，2020) 。进而，通过对不同时期价值观念网络结构进行比

较，可为多元化、区隔化或同质化提供客观的测量指标 ( DellaPosta，2020 ) ，系统

性地解读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的变迁。

( 三) 三个测量指标

本文参照已有文献关于美国价值观网络的分析方法 ( Boutyline ＆ Vaisey，2017;

DellaPosta，2020) 及李路路等人关于区隔化的研究 ( 李路路、王鹏，2018; 李路

路、王元超，2020) ，构建三个网络指标来测量中国社会的观念变迁趋势。这三个

指标分别为: 观念连接强度、社群结构特征和结构因素的解释力度。这三个指标可

对价值观念网络的多元化、区隔化或者同质化趋势进行区分 ( 见表 1) 。

第一，观念连接强度测量价值观念之间的相关程度，或者说，观念网络中节点和

节点之间的连接强度。节点之间的关连强度越高，人们对不同议题的观点越相似

( DellaPosta，2020) 。因此，如果价值观念趋向多元化，那么观念之间的相关程度会减

弱，人们对不同议题的看法会越分散，更具有随机分布的特征 ( Baldassarri ＆ Gelman，

2008) 。相反，如果价值观念趋向区隔化或同质化，则观念之间的连接强度便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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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社群结构特征测量的是价值观念的 “谱系”变化趋势。观念网络的社群

指在网络中形成的规模较小、内部连接紧密的价值观子群体。社群结构特征常用观

念社群数目和头部社群规模两个指标衡量。在研究美国价值观念的文献中，这被视

为区隔化的最重要指标之一。例如，有学者通过对 44 年的美国社会综合调查进行分

析，发现观念网络中的社群数目逐渐减少，最大社群包含的价值观念逐渐增多，趋

于区隔化 ( DellaPosta，2020) 。从社会议题上来看，不仅经济和移民等议题被划归

在党派分野中，甚至连一些看似不相干的社会议题，如道德观念、养老、科学价值

等，也被拉入了跟两党有关的政治观念中。同质化跟区隔化的思路相同。与二者相

反，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趋势可视为价值观念的碎片化，呈现社群数目的增加和社群

内部观念数量变少的特征。

除了社群结构的客观指标外，我们还可以对社群内的价值观念进行描述和解读。

例如，当统计数据显示社群数目增加时，可进一步研究观念社群内部是如何分裂的。通

过这一方式，可与已有研究的结论进行对比，对多元化的结论进行更详细的解读和分析。

第三个测量指标为结构因素的解释力度。这个指标常被用于测量价值观念的变

化趋势 ( Baldassarri ＆ Gelman，2008; 李路路、王鹏，2018) 。如果结构性因素与价

值观念之间的相关程度随时间而增加，则说明观念的分布更加结构化，价值观念呈

区隔化趋势。如果结构性因素与各个观念之间的相关程度减弱，即缺少清晰的观念

分化模式，说明观念的分布更为随机抑或是更加统一，呈多元化或同质化趋势。

综上所述，价值观念的不同变化趋势在三个指标上有不同的特征。如果价值观

念趋于多元化，就意味着观念连接强度减弱、社群数目增加和头部社群规模变小、

结构性因素的解释力下降。如果价值观念趋于区隔化，则意味着观念连接强度增加、

社群数目减少和头部社群规模变大、结构性因素的解释力上升。如果价值观念趋于

同质化，则意味着在观念连接强度增强、社群数目减少和头部社群规模变大、结构

性因素的解释力会下降。

表 1 多元化、区隔化和同质化在三个测量指标上的表现

指标 测量 多元化 区隔化 同质化

观念连接强度 － + +

社群结构特征
观念社群数目 + － －

头部社群规模 － + +

结构因素的解释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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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观念网络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 ( World Value Survey，WVS) 的数据进行分析。该调查

包含了有关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价值观念的相关问题，是目前所有公开数据中

包含价值观念变量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调查之一①，适合用于构建价值观念的整体

网络。本文使用在中国大陆地区收集的 1990 年、1994 年、2001 年、2007 年、2013 年

以及 2018 年的 6 轮数据，这 6 轮数据均采用了多阶段的概率与规模成比例 ( Pro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PPS) 抽样，以获得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以 2018 年的抽样为

例②，调查团队将所有县级行政区根据经济水平划分为 6 类，并以 2010 年普查中的人

口规模成比例抽取了 50 个县级行政区。随后，调查团队利用全球定位系统 (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 在每个县级行政区内再次按规模比例抽取一定数量的方形区

域，并将区域内的所有房屋纳入抽样对象中。最后，在抽中的房屋中选取符合调查团

队要求的，年龄在 16 至 70 岁间，且在该县级行政区居住六个月以上的调查对象。

( 二) 构建价值观念的整体网

为了建构观念网络，本文将问卷中所有与主观态度相关的问题都纳入分析框架

中。首先，我们依照阿尔文 ( Alwin，2007 ) 的分类方式，将调查中的题目分为性

别、年龄等人口学结构变量与如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等观念变量，保留后者用于

网络分析。此外，世界价值观调查的问题选项不一，大多以定序变量为主，但也有

少部分以定类变量出现。因我们需计算观念之间的连接强度，故仅将定序变量，或

可转为定序变量的价值观念变量纳入分析范围。

本文以 196 个价值观念变量为节点，以 14480 个变量对为连接，以每一个变量对

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权重，构建出每一个年份的观念网络。世界价值观调查的问题在

这 6 轮中会发生替换，有一些问题仅出现在部分轮次中。为保证模型拟合的可靠性，

本文仅保留了至少出现在两轮中的变量对，共计 196 个变量，形成 14480 个变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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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具体信息可参考网站: https: / /www. worldvaluessurvey. org /WVSContents. jsp。
中国大陆地区的世界价值观调查历年由 Gallup-China、北京大学等不同机构负责，故历年抽样方式具有一

定差异，此处以 2018 年的抽样为例，简单阐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代表性。



在整个 6 轮数据中，由于变量轮替，最后一共观测到 45678 个变量对，占理想变量对

数目 ( 14480 ×6 =86880) 的 53%。对于年份中缺失的相关变量对，本文参用现有文献的

做法，使用多层次混合效应模型 ( Multilevel Mixed Effect Model) 进行插补 ( Baldassarri

＆ Gelman，2008; DellaPosta，2020)。具体操作为，用能观测到年份的变量对的皮尔逊相

关系数的绝对值①作为因变量，建立模型进行估计，并用估计值对缺失值进行插补。

( 三) 结构性因素

本文选取了主观阶层地位、性别以及教育程度三个结构性变量，来考察结构因

素的解释力。这三个变量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每轮数据中都有收集。其中，阶层地

位是许多市场转型研究的重点考察对象 ( 李路路等，2012; 刘欣、胡安宁，2016;

刘欣、田丰，2018; 孙明，2009) ，学者们对社会冲突的担忧都与阶层地位和收入

不平等有关 ( Whyte，2010) 。性别作为重要的先赋性因素，在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

的重要性日益得到重视 ( Tian ＆ Liu，2018; 贺光烨、吴晓刚，2015 ) 。教育程度则

作为重要的自致性因素，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直接且深刻地影

响着个人的价值观念 ( 黄嘉文，2013; 李颖晖，2015) 。具体的测量方式如下。

主观阶层地位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通过询问被访者的主观收入等级获得，分为上层、

中层和下层 3 个等级，本文以定序变量的方式加入模型。性别变量以二分变量的方式加

入模型。关于受教育程度，不同年份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对受教育水平的测量并不统一，

加之进入 21 世纪之后中国的高等教育扩张，绝对受教育程度的含义可能发生变化。因

此，本文采用受教育程度的相对测量方式，即将个人的受教育水平按 4 分位数 ( 即 25% )

分为了4 组，并按照教育程度从低到高依次赋值为1—4 分，作为连续变量加入模型。②

四、观念网络的变迁趋势

( 一) 观念连接强度的变化趋势

为了测量观念连接强度的变化趋势，本文以价值观念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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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我们关心的是观念的连接强度而非相关方向，且考虑到后续社会网络建模的需要，在此对变量对的皮

尔逊相关系数进行绝对值处理。
本文也尝试将教育程度编码为“是否受过高等教育”的二分变量后加入模型，模型结果基本一致。



绝对值为因变量，以时期为自变量①，拟合多层次混合效应模型。其中，观念和观

念之间的相关系数嵌套于第二层次的每一个观念对之中，截距和时期的相关系数在

每个观念对中都有不同的取值。公式如下

{
:

r jt = β0j + β1j t + ε jt

β0j = γ00 + μ0j

β1j = γ10 + μ1j

( 1)

其中 j 为变量对，t 为时期，进而 r jt表示的是在 t 时期可观测变量对 j 的相关系

数。β0j为随变量对 j 变化的随机截距，β1j为随变量对 j 变化的时期 t 的随机系数。ε jt

为扰动项，将变量对相关系数可能存在的变化纳入考量。

表 2 观念连接强度的多层次混合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固定效应

截距
. 0617＊＊＊

( . 0005)

. 0613＊＊＊

( . 0002)

. 0616＊＊＊

( . 0005)

. 0603＊＊＊

( . 0005)

时期 ( 每五年)
－ . 0005＊＊＊

( . 0002)

－ . 0004＊＊＊

( . 0002)

－ . 0005＊＊＊

( . 0002)

－ . 0008＊＊＊

( . 0002)

随机效应 ( 标准差)

截距 . 0590 . 0588 . 0589 . 0589

时期 ( 每五年) . 0089 . 0088 . 0089 . 0087

BIC － 130160. 1000 － 130664. 8000 － 130225. 7000 － 131302. 3000

样本量 43576 43576 43576 43576

注: ( 1) * p ＜ 0. 05，＊＊p ＜ 0. 01，＊＊＊p ＜ 0. 001 ( 双尾检验) ; ( 2) 括号中为标准误。

表 2 是多层次混合效应模型的结果。模型 1 的结果显示，变量对的相关系数随

时间显著减小，支持了多元化假设。但需要注意的是，相关系数为 － 0. 0005，数值

较小。考虑到时期的随机效应的标准差为 0. 0089，说明有 95%的变量对的时期相关

系数落在 ( － 0. 0179，0. 0169) 之间。这一结果说明，大部分变量对的相关系数随

着时间的变化基本保持稳定，仅呈现一定的多元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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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照现有文献的做法 ( Baldassarri ＆ Gelman，2008; DellaPosta，2020 ) ，本文的时期变量以 5 年为 1 个单

位，用以测量一定时期的观念变化。变量的生成规则为时期 = ( 调查年份—1990) /5。同时，时期变量用

均值进行了对中操作。



为了考察模型 1 中所发现的多元化趋势是否受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模型 2 到模

型 4 的结果分别为控制了阶层地位、性别以及受教育水平后的偏相关系数，重新拟

合模型。模型 2 控制了阶层地位，模型 3 控制了性别，模型 4 控制了受教育水平。

结果基本不变。也就是说，观念连接强度减弱这一结果是稳健的，并不会因为社会

阶层、性别和受教育水平等结构性因素的差异而改变。

( 二) 社群结构特征的变化趋势

1. 社群数量和规模的变化

本文使用鲁汶 ( Louvain) 算法对每轮调查的观念网络进行了社群侦测。鲁汶

是基于模块度 ( Modularity) 的算法。这一算法初期将每一个节点视为一个社群，

然后迭代计算每一个节点进入其他社群后的模块度增益，继而将节点归入模块度

增益最大且为正的社群，从而形成最终社群的侦测结果 ( Blondel et al.，2008) 。与

其他算法相比，该算法在效率和效果上都表现得比较好，识别出的社群往往呈同一

社群内部节点连接比较紧密、社群之间连接相对稀疏的特征 ( Smith et al.，2020 ) 。

在进行社群侦测后，我们继而计算了各年份观念网络的社群数量与头部社群的

规模。①

图 1 报告了社群结构特征在 1990—2008 年的变化。首先，社群数量从 1990 至

2001 年稳定在 4 个，在 2007 年上升至 5 个，在 2010 年后上升并稳定在 6 个。这说

明，价值观念的分布趋于分散。与上文的连接强度所得到的结果一致，支持了价值

观念的多元化假设。

图 1 中头部社群占比这一指标，是用来测量社群规模变化的。头部社群规模测

量的是规模最大的两个社群的观念数占总体观念数的比例。该指标数值越大，说明

价值观念更多地集中在少数社群中，网络呈现更加区隔化或同质化的特征。数值越

小，则说明价值观念更加分散，网络更加多元化。从时间变化来看，规模最大的两

个社群在 1990 年所涵盖的观念数目占总体的近 80%，而在 2007 年后占比下降至

60%左右，该结果也进一步支持了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假设。

2. 社群特征的变化

社群数量以及头部社群占比这两个指标的变化均支持了中国人价值观念趋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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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同样分析了在控制各个客观变量后，观念网络社群数量和规模的变化趋势，结果总体保持一致。



图 1 社群数量和规模的变化趋势

元化的假设。图 2 进一步比较了 1990 年和 2018 年观念网络的社群特征。通过这一

方式，希望对观念网络进行具体的阐释，以探索多元化的主要表现形式。

本文以 1990 年的观念网络作为基点进行解读，继而比较 2018 年与 1990 年观念

网络之间的差异。其中，1990 年的观念网络中包含 4 个社群。综合这 4 个社群中所

包含的价值观念，我们将这 4 个社群分别命名为 “工作与家庭关系观念社群” ( 圆

形节点) 、“价值判断观念社群” ( 五边形节点) 、“社会信任观念社群” ( 三角形节

点) 和“社会规范观念社群” ( 正方形节点) 。其中，前两个社群更多地体现了人们

在个人生活方式和价值判断方面的选择，后两个社群体现了人们对于社会秩序和社

会规范的看法。4 个社群的分类与现有关于中国人价值观念分类的框架具有一定的

一致性 ( 杨宜音，1998) ，体现了 “个人 VS 集体” “工具性 VS 价值性”两个维度

交互下的四种类型。

其中，工作与家庭观念社群主要涵盖人们在工作、收入、家庭、儿童养育等方

面的态度倾向，如工作的积极性、育儿的理念等; 价值判断观念社群主要涉及人们

对各种价值议题的理解，如对于民主、传统、科学的态度; 社会信任观念社群主要

包含人们对于国家、政府机关、媒体、社区、邻居、公司等对象的信任程度; 社会

规范观念社群则包括了个人对于社会中各种争议性问题的态度观念，如对于偷税漏

税、婚前性行为以及离婚等社会问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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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观念网络的变迁 ( 1990—2018) ①

在 1990 年的观念网络中，价值判断观念社群的比重最大，共包括 77 个观念，

涵盖了人们对于各个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精神领域的看法。这个社群在 2018 年的

观念网络中发生了分裂，成为 3 个子社群，分别为 “个人成就观念” ( 五边形节

点) 、“政治与发展观念” ( 六边形节点) 和“宗教与安全观念” ( 七边形节点) 。个

人成就观念子社群主要涵盖了与个人成就相关的各种观念，如对于工作意义的看法;

政治与发展观念子社群包含了对政治议题的态度，如对于公共政策、民主政治的判

断; 宗教与安全观念子社群则主要包括对各种重大社会议题的看法，如对于宗教问

题、移民问题和抗争类问题的观点。①

价值判断观念社群的分裂说明，中国人的价值偏好越发分散，更少使用统一的

逻辑对不同的价值领域进行评判。在 1990 年，对个人成就的态度与对政治议题的偏

好处于同一个观念社群，知其一便知其二; 而在 2018 年，知道个人的政治偏好并不

能准确地预测其对于个人成就的重视程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人价值观

念的去政治化与个体化。

需要强调的是，除价值判断观念社群外，工作与家庭观念社群、社会信任观念

社群和社会规范观念社群这 3 个社群在 1990 至 2018 年期间并未发生过多的变化。

这一结果说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存在着较大的稳定成分。中国人对于在家庭和工

作中如何行事以及在对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的认知上仍然保持着稳定的共识，在市

场转型的进程中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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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需带标签以及彩色的版本，可向作者索取，作者邮箱为 wu_ jf@ outlook. com。



( 三) 结构性因素的解释力度

为检验结构性因素的解释力度，我们以各个结构性变量与每个价值观念之间的

皮尔逊系数的绝对值为因变量，重新拟合了多层次混合效应模型。其中，结构性因

素与观念的相关系数内嵌于每一对变量对的第二层次中，不同的变量对具有不同的

随机截距和时期的随机系数。具体的公式如下

{
:

r jt = β0j + β1j t + ε jt

β0j = γ00 + μ0j

β1j = γ10 + μ1j

( 2)

其中 j 为客观变量与特定观念的变量对，t 为时期，进而 r jt表示的是在 t 时期

变量对 j 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与前文的模型一致，β0j与β1j为随变量对 j 变化的随机

截距与随机系数。ε jt为扰动项。

表 3 的结果显示，不同的结构性因素与观念间的相关系数有不同的变化趋势。

主观阶层与价值观念之间的相关系数的变化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而性别与观念之间

的相关系数显著减弱，但系数较小。也就是说，主观阶层和性别这两个因素对于价

值观念的解释力趋于稳定，有所弱化，依然支持了多元化假设。

但受教育程度的结果则相反。教育与观念之间的相关系数显著增大，但系数也

较小。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对于价值观念的解释力有所增加，受教育程度可能成

为人们价值观念差异的主要来源。但目前系数较小，趋势并不那么明显。这一点在

之后的研究中也值得进一步关注。

表 3 结构变量与观念的连接强度的多层次混合模型

阶层地位—观念 性别—观念 教育—观念

固定效应

截距
. 0486＊＊＊

( . 0024)

. 0405＊＊＊

( . 0018)

. 0700＊＊＊

( . 0029)

时期 ( 每五年)
－ . 0005
( . 0008)

－ . 0013*

( . 0006)

. 0028*

( . 0010)

随机效应 ( 标准差)

截距 . 0267 . 0206 . 0344

时期 ( 每五年) . 0015 . 0008 . 0053

BIC － 2487. 2670 － 2898. 4420 － 2307. 4310

样本量 737 737 737

注: ( 1) * p ＜ 0. 05，＊＊p ＜ 0. 01，＊＊＊p ＜ 0. 001 ( 双尾检验) ; ( 2) 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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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结与讨论

( 一) 数据结果总结

近些年来，以价值观念为研究对象的文化转型视角愈发得到重视，成为理解中

国市场转型的重要方面 ( 王俊秀，2014; 周晓虹，2011 ) 。已有研究往往只选取了

少数价值观念进行分析，本文则使用整体网的分析方法，对价值观念网络的结构特

征进行了客观的测量，系统性地检验了已有文献中有关多元化、区隔化或同质化的

观点，为理解中国人价值观念的整体性变化趋势提供了系统性的认识。

具体而言，本文将价值观念视为网络节点，观念之间的连接作为边，利用整体

网的分析方法测量了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变化趋势。通过对世界价值观 1990—2018 年

的 6 轮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变化呈多元化和稳定性并存的特征。多

元化主要体现为: 观念连接强度减弱、社群数目增加、头部社群的规模占比下降、

性别和阶层这两个结构性因素对网络结构的解释力下降。稳定性则体现在价值观念

中有关工作与家庭的观念、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方面的观念基本保持不变。多元化

趋势主要发生在价值判断部分，具体体现为个人成就和政治理念的价值分离。综上

讨论，本文认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总体稳定，呈一定的多元化的趋势。

这一结论与已有文献具有一致性。第一，其他学者也发现了中国人在社会信任、

社会规范、工作与家庭的价值观念的稳定性。例如，中国人对于工作和家庭的看法

和做法在改革过程中的变化不大 ( Wang，2015; 李春玲，2015; 周怡，2022 ) ，政

治信任水平很高且稳定 ( 周怡，2015) 。第二，已有文献也发现了中国人价值观念

的多元化趋势 ( 李路路、王鹏，2018; 李路路、王元超，2020 ) ，也有学者将这种

多元化 与 个 体 化、去 政 治 化 相 联 系 ( Sun ＆ Ｒyder，2016; Yan，2010; 汪 晖，

2008)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另外，本文发现受教育程度差异可能产生观念的区隔化，与现有的研究也具有

一致性。有学者强调，教育的扩张可能导致人们观念的区隔化 ( Zhang，2020 ) ，并

将受教育程度视为解释中国人意识形态谱系的重要变量 ( Pan ＆ Xu，2018 ) 。也有

研究指出，教育水平的差异逐渐成为人们主观幸福感、社会公平感差异的核心来源

( 黄嘉文，2013; 李颖晖，2015) 。事实上，这一趋势不仅限于中国，美国的研究也

发现高等教育推动了自由主义思潮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普通民众在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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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上的分裂 ( Broc' ic' ＆ Miles，2021) ，这可能与因教育产生的社交网络封闭性有关

( 胡荣，2003; 田丰、付宇，2020) ，但其具体的作用机制需待进一步研究。

除上述的一致性外，整体网的分析结果还整合了已有研究中碎片化的结论。第

一，整体网的分析方法可用来测量价值观念的整体变化趋势，避免学者对价值变量

的主观筛选对研究结论带来的影响，并可以基于网络的客观测量考察价值观念的变

化趋势。这比基于一个或少数几个价值观念的分析结果更为客观和全面。第二，本

文通过对整体观念网络的分析发现，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变化呈稳定性和多元化并存的

趋势。多元化仅发生在价值判断这一领域，而主要体现为去政治化，即人们不再使用

政治理念评价其他价值议题 ( 如个人成就) 。这一趋势既符合后物质主义转型理论的

相关判断 ( Inglehart，1997) ，也与中国社会中的个体化进程有所呼应 ( Yan，2010) 。

( 二) 未来趋势及研究方向

在本研究的基础上，后续的研究者可以继续沿着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在观念

网络的整体结构特征上做更多的分析。比如，社会网络的中心度等指标可以反映个

别价值观念在整个网络中的重要性; 河流图 ( Ｒiver Network) 等方法可以计算价值

观网络的具体变迁模式等 ( Ｒule et al.，2015) 。此外，本文构建观念网络的三个指

标也可用于对其他社会趋势的分析。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的局限: 首先，由于世界价值观调查对于结构性因素的测量

较为粗糙，因此无法检验户籍、地区等结构性因素对观念网络的影响，也难以对观

念网络的变迁机制做出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检验。其次，由于世界价值观调查仅提供

了 2007 年以后的权重变量，本文未能对多个年份的数据进行加权处理。① 最后，后

续研究也可采用不同的社会网络建模规则和相关系数计算方式，完善观念网络的分

析方法。以上的这些议题有待后续研究使用更加完善的数据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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